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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总是有着许多情结萦绕于人类的心际，斩之不断，挥之不去，并以不同形式

不同程度地在影响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然而，当人类试图直面他们，解构他们，研究他们

时，却往往又呈现出一幅“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况。在这些众多的情结之中，人类对“灵

异”的态度就是最突出的一个。灵异，顾名思义，一般指的是非人力所能及的超自然的存在

形式，也是一种泛宗教化的社会文化现象。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甚或将来，她总是在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灵异所持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同时，对灵异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形塑着一个民族甚或一个国家的品格。因此，对历

史上的灵异文化进行研究，也便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灵异往往“语涉玄虚”，

“荒诞不稽”，从而常常令人退避三舍，甚或横加挞伐，很少有人将其作为专门课题来加以

研究。在此种情形下，台湾学者庄德仁先生推出的《显灵：清代灵异文化之研究》一书（以

下简称《显灵》），可以说是在该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 

应当说，作者将研究触角定位于灵异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这与作者早年的宗教经历和自

身对社会与学术有着强烈的关怀密切相关。此外，作者的博士生导师，在清代档案与民间宗

教领域有着不凡业绩的台湾学者庄吉发教授的支持与点拨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庄

教授的循循善诱下，作者才有勇气来“挑战此艰难的研究课题”，并最终完成了这部“为神

宣言”的著作。（页 4）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以“显灵”现象为经，通过对清代灵异文化的

研究，不仅力图揭示出“神祗信仰崇拜与国家、社会的互动关系”，而且要从更广阔的文化

视域来考察其与中国传统“信仰、性别、灾祸、政治、社会与边疆文化等层面的认识”。（页

27—28）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每章的讨论，在各章的开头，作者都有意附上了一则发生在当今

社会显灵事件的资料，希图借此使读者“找回、唤醒那份本自具足但被无明障碍的通灵本质”。

（页 33） 

《显灵》一书共分八章，现将各章的主要内容简要述评如下。 

第一章“绪论”，主要阐发了作者对当下“灵异史”研究路径的批评与思考，并详细论

述了档案史料的史学价值以及将其引入“灵异史”研究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最后是对自己写

作规划的总体阐述。 

第二章“显灵与神祗”，首先，作者从“眼”、“耳”、“鼻”、“舌”、“身”、“意”六个维

度对清代档案史料中所见神祗“显灵”事迹进行了归纳与总结。然后，作者分别对清代受崇

最隆的关帝与城隍信仰进行了论析，并进而指出其不同特色之所在。 

第三章，“显灵与性别”，主要论述了神祗显灵与性别（主要是女性）之间的关系。作者

指出，女性神祗的“灵异度”虽并不逊于男性，但其成神路程却备尝艰辛，这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着世间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奴役与压迫。至于闽广一带女神所呈现出的独特的地域特色，

则主要与该地区女性多积极投身于世俗社会生活相关。最后，作者以“妈祖神”为个案进行

了论析。 

第四章，“显灵与灾祸”，主要揭示了战争、水旱、疾疫等灾祸与“显灵”之间的微妙共



生关系。作者认为，无论是战争，还是河工、水旱灾疫，面对这一系列人力所不能掌控的自

然灾害时，传统的中国官民只有默求神助，而神祗的“显灵”则多是以自然力来化解的。 

第五章，“显灵与政治”，主要从顺乾、嘉道、咸宣三个阶段，考察了有清诸帝对“灵异”

的不同态度及其不同因应风格对政治所产生的相应影响。其间，作者交叉论述了明清鼎革、

反清运动、自然灾害、白莲教兴、太平天国、西洋入侵等历史事件，崇儒重道、相信“天人

感应”的有清诸帝面对不同的历史使命，在回应、维护其不断受到挑战的“天命观”上，则

大体经历了从国初的自信满满到国祚将移时的无奈无助，这便在不同程度上给清代政治带来

了影响。 

第六章，“显灵与社会”，主要是对为官方主流文化所打压的民间灵异文化的考察。作者

指出，生活于天灾人祸频仍中的民众的精神寄托，主要是通过自己“造神”来实现的。其中，

文字、语言、身体则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第七章，“显灵与边疆”，在此章中，作者由南至北，对清代的东南、西南、西北、东北

边疆以及台湾的灵异文化进行了论说，并着重探讨了在清政权对边疆的渗透过程中，边疆民

族是如何来借助“显灵”来因应强势的内地文化，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的。 

第八章“结论”，作者主要从“众生平等”、“政权神授”和“神祗显灵”三个向度对上

述研究进行了总结。 

《显灵》一书，洋洋六百余页，内容所涉甚广，着实给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从而

也令读者平添了许多感性知识。然而，此书最为闪光之处，还当为研究“显灵”这一课题时

的理路思考与大胆尝试。 

首先，作者敢为人先，对档案史料进行积极开掘与应用，在体现了作者雄厚的史料爬梳

功力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下的史学研究，尤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起着纠偏的作用。①

时下的海峡两岸史学界，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以其方兴未艾之势依然在蓬勃发展，研究领域

与研究理念也在逐步拓宽与更新。然而，在史料的应用上，档案史料却很少被人提及与引用。

这一方面与史学界贴近民众，“向下看”的史学主潮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史学界长期以来对

档案史料持怀疑态度相联系。尽管史学界长期冷遇档案史料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大部分研

究者对档案史料先天地采取规避的态度却不能不令人深思。是档案史料中不存在可资社会文

化史学者应用的资料吗？《显灵》一书的作者以其坚实地史料爬梳功底所制成的长达五十五

页的相关史料列表无情地推翻了此一设问。那么，是档案史料作为官方的记录令其史学价值

大打折扣吗？亦非也。作者通过对档案史料与笔记小说在相关事件记载上的对比研究指出，

档案史料无疑在史实的记述上更具“原始性”与“真实性”。当然，作者并不否认档案史料

在记述上同样存在局限性，为了避免矫枉过正，作者对诸如小说、画报等“野史”资料同样

进行了研究。可见，作者对史料利用虽有所侧重，但却并非是狭隘的厚此薄彼，而是基于一

种强烈的学术关怀，在一定程度上蕴涵着对当下史学界的棒喝意味。事实上，由于对清史史

料的研究取重不同，在我国史学界很早就有着“正史派”、“野史派”与“档案派”之分。无

庸讳言，任何一派都自有其优劣得失在。对此，也早有学者呼吁三派当各取其长，互补其短。
②但时过多年，三派各自为政的境况并未有太大改观。以社会史为例，固然在研究社会下层

的历史时，我们不得不以非官方史料为重，这也是本书“显灵与社会”一章为何野史史料居

多的原因。但只知一味扩充“野史”史料，却往往对档案、实录等官方史料视而不见或敬而

远之，却不能不说是现今史学界的一大缺失。曾几何时，部分史家批评社会史研究过于细碎，

                                                        
①国外的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在世纪之初呈现出合流的新趋势，故笔者在此将社会史与文化史合称似亦无

妨。参见王先明：《社会史：走入新世纪的新取向》，《南开学报》2002 年第 6 期。 
② 李尚英：《关于清史研究的三重证》，见李尚英：《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3—291 页。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若细细推求个中的原由，谁又能说此种缺失不是一个诱因呢？由此，

作者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对史学现状的一种批评，更是对日后史学研究中史料应用的一种

积极地思考。① 

其次，作者对“科学与宗教相整合”的学术理路的倡扬，对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一

定的启发意义。诚如作者所言，若将灵异现象的研究，放到中国新史学的成长历程中加以考

察，则可见其一直是处于受批判地位的。在科学实证主义大纛所引领下的“灵异史”研究，

让读者看到的多为“人是如何去想象、认识、接受、利用、操纵信仰与巫术，甚至于去‘制

造’鬼魅的”，从而将“灵异的气味荡涤殆尽”（第 5 页）。即是说，作者对绝对的“无神论”

指导下的“灵异史”研究是不满的。为此，作者从量子力学理论的“非理性”与刻下台湾本

土新兴的灵异实证研究为例进行对“科学”的反证，指出人世间确实有着某种灵异信息的存

在，从而提倡“科学与宗教的整合”。（页 8）在实际研究中，作者则提倡以一种“有神论”

的立场来作为解释种种灵异现象的角度。应当说，作者在此点出了目前学界在相关研究背后

所隐藏的某种思路预设。即由于对科学理性的过度标榜，在现实研究中部分学者总是倾向于

先入为主地采取批判的态度来解剖“灵异”，总是相信自己能够从某个角度给灵异以合理的

解释，哪怕这种解释仅仅具备局部的效力甚至有些牵强。换言之，我们在研究灵异时，所缺

失的正是一种对宗教的体验与感知，这种总是企图将灵异现象放到显微镜下进行研究的立场

不是人文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也不是历史的。实际上，无论是从宗教作为人类精神信仰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研究需要研究者必须回到历史事件的当下情境中去的

角度，在我们对相信神灵存在的古代社会进行研究时，都需要我们持一种“有神论”的立场，

对宗教或类宗教现象心存一种“脉脉的同情”。只有如此，才有助于我们尽量融入和感知先

人的生存状态，并进而将其还原出来。在此过程中，如若我们缺乏这种体验与感知，便很容

易将那些不为我们所理解的现象归为“荒谬”而弃之不顾。因此，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就

必须要为“灵异”保留些空间，否则让科学侵入到那些她自身并不能完全解答的领域后，反

而造成了研究的非科学化。要之，在对灵异现象的解释上，科学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脱离

了宗教辅助的解释是危险而乏力的。这也便是作者所提出的“科学与宗教相整合”的研究路

径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作者的这一理路思考，无论是对继续思考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

还是为我们日后以一种更加“敬畏”的心态去从事“灵异史”研究都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再次，作者在书中对“灵异”现象进行多方位考察的视角同样值得我们借鉴。在本书中，

作者对“灵异史”的开掘，是从性别史、政治史、灾荒史、社会史、文化史等众多层面加以

展开的，几乎涵盖了“灵异史”研究的各个方面。且在有关章节中，作者将其思维触角又深

入到了一些新兴领域。如在“显灵与社会”一章中，作者着重对民间社会的“造神运动”，

尤其是对头发、身体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阐释。这实际上可以将其归为身体史的

范畴；又如对苗族民众在进行巫术活动中集体发癫现象的探讨，便可将其归入疯癫史的领域；

再如对巫婆神汉在疾病医疗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论析，实际上已触及到了疫病医疗社会史

的研究。可见，“灵异史”研究包含着众多的研究面相，需要我们全方位、多角度来予以探

究，而作者的研究则恰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石。 

最后，作者通过对档案史料的剔抉爬梳，使读者对清代的一些历史面相有了清晰的认识。

如在“显灵与政治”一章中，作者通过对档案史料的研究，为我们还原出了清代列帝对神祗

的不同态度，以及在维护大清的“天命”时的种种脸谱：从国初诸帝的自信与从容，到清末

帝王的焦灼与紧张，都在作者的笔下有着较为精彩的刻画。这些历史面相对一般的史学工作

者来说是陌生的，更遑论非史学中人了；又如在“显灵与灾祸”一章中，作者通过对档案资

                                                        
① 罗志田先生曾对民国初期史学界中存在的尽量扩充应用野史资料而不看正史的风气及其影响进行过研

究，对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历史研究》

2000 年第 4 期。 



料中相关记载的统计，总结出咸丰朝战争灾祸最重，其次是同治朝，而水旱灾祸在光绪朝则

“猛增”，其他诸如河工修治工程、虫灾、疾疠事件等光绪朝也是最多，这无疑有利于我们

更好地认识清朝的历史。（页 173—174）同时，作者通过对显灵与灾荒之间微妙关系的阐发，

提出了清代的覆亡实与天灾频仍有着一定的联系的观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与思考的。 

至于该书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作者在整体研究的深层次开掘上是不够的，而此似主

要与作者的研究路径的不成熟与研究理念的局限有关。如前所述，作者虽不满当下史学界科

学实证所主导的研究风气，提倡以一种“科学与宗教”相整合的路径对“灵异史”进行研究，

但可惜的是，我们在其著述中却未能见到作者自成体系的方法论建构。即是说，科学与宗教

应该在多大程度与限度上进行整合，这直接关系着实证研究的拓展情况，但作者对此的探讨

却显然着力不够。由此一来，作者在研究中虽努力以科学与宗教双管齐下的视角对种种灵异

现象进行解释，但往往顾此而失彼，致使诠释乏力，多不能给人以一种酣畅淋漓地冲击。当

然，此种状况还与作者把为“灵异”现象寻求人文解释看作是“人间戏论”的理念有着直接

的关系。（页 607）而作者之所以有此理念，实导因于作者有神论的世界观，这也恰是作者

提出这一研究路径的主要支撑之一。其实，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我们之所以提倡以“有神论”

的立场去研究古人，实际上是希望借此能深入到古人的信仰世界与生活状态中去，但当我们

完成了这个步骤后，还要我们从古人的世界中跳脱出来，并对此作出评判，这才是史学研究

的整个路数。至于现实社会中神祗存在与否，似不应成为为灵异现象寻求人文解释的障碍与

托词。然而，作者却显然没有从“有神”的世界中完全跳脱出来。故此，在上述理念的驱使

下，使其根本就缺乏为灵异现象进行终极追问的兴趣，从而只能是在一些具体环节上进行低

层次叙述，即使进行人文阐释也往往是浅尝辄止。这在全书各章节中都有着程度不一的体现。

一言以蔽之，作者目前的研究取径以及研究理念，不但未能使作者在实际研究中有较大的突

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作者向更深的研究层面进行拓展。这是令人颇为惋惜的。此外，

除却该书中所探讨的诸多论题外，仍尚有一些环节需待探讨。如灵异与宗教的关系即是一例。

依笔者来看，灵异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相对低级的宗教现象，其与正式的宗教有很大的不

同；同时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互动关系。即以我国为例，古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

中下层社会），实际上是由一种“泛神论”的低级世俗宗教信仰所主宰，此种民众意识不仅

影响了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影响了如佛教等外来宗教。佛教最终得以中国化，实际上在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受此种民众意识所改造的结果。与佛教、伊斯兰教最终得以中国化不同，

基督教自明末以来却很难“中国化”，应当说这与基督教和我国民众意识之间存在较大的撑

拒有着一定的关联。有清一代作为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一个重要时期，相信通过对基督教之东

传与“泛神论”的民众信仰之间微妙关系的探讨将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论题。此外，这一时期

如灯花教等新兴民间宗教不断涌现，并且均与灵异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探讨灵异与

正式宗教之间的纠结与疏离关系也便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总之，尽管该书尚有诸多不足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有着一定开创性意义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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